














五帝 东

北逐荤粥，

合符釜山

西 南 北

南至于江，登熊、

湘。

西至于空桐，

登鸡头。

东至于海，登丸

山，及岱宗。

黄帝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颛顼

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

流共工于幽陵，

以变北狄

放讙兜于崇山，

以变南蛮

迁三苗于三危，

以变西戎

殛鲧于羽山，

以变东夷

帝尧

北山戎、发、息慎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

廋、氐、羌

东长、鸟夷帝舜



















    关于北狄和南蛮的形成（见图4），《五帝本纪》如此记述：尧传中两次提到“讙

兜进言共工”，尧两次曰不可，之后任命共工“工师”，尝试统领百工制作。“共工

果淫僻”，即共工不出意外地放纵作恶。帝尧许是明察秋毫，发现讙兜与共工二人

（亦或是两个部落）已拉帮结党，便用权将二者流放一南一北，化为南蛮和北狄，分

置两极，体现了权力对空间的支配，可以说是很有政治智慧了28。 

   再来看西戎和东夷的形成过程。三苗原本常居南方，“《战国策》载吴起说:‘三苗

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就是现在的鄱

阳湖。左彭蠡，右洞庭，应该在湖南、江西的北部。”（徐旭生 2003：66）帝尧将本

在南方的三苗部族异位迁徙至西北，变为西戎，使其远离常居熟悉之地，以防生恶。

鲧，又称崇伯，崇即今河南嵩山，夏部族当时生活在嵩山周围地区，帝尧也将其异地

流放，使其远离中部主族，居在今山东地区，以化东夷。

  帝尧能将四罪流迁，也就说明四罪都在帝尧或者华夏族的管辖范围内，而讙兜、共

工、鲧三者本就是尧之重臣，并曾被委以重任，如今被流放四地，化为蛮夷，可见“夷”

本是由“诸夏”转变而成的。“夷夏不分”的融通空间自此被人为割裂，开启了“夷

夏有别”的“中心与四方”的空间感受，久而久之，便储存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于

是，“夏”和“夷”便好像“天然”地带上了空间差别的标签，一个居于“九州”，

一个远在“四海”。

   至帝舜时，迁四裔的四凶——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分别是帝鸿氏、少皞

氏、颛顼氏和缙云氏的后代（见图4），也就是说此四凶本就是华夏族的后裔。“四

裔”，《集解》引贾逵的说法是“去王城四千里”29，也有学者认为是四方偏远荒凉

之地、极远之境。但四凶即便在极境之地也是为华夏族所用的，即“抵御魑魅”，因

此后文才说“于是四门辟，言毋无凶人也”。此描述体现出一种矛盾且模糊的观点，

一方面四裔之凶要在空间上远离主体部族，但另一方面还要在功能上为主体部族担当

某种使命，其角色是夏是夷难以分辨。前者强化了部族群体成员关于“夷夏有别”的

空间意识，后者似乎又为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所提出的“华夷互变论”提供了某些余

地，久之便有“夷夏一体”的说法。不过至此，“夷夏五方格局”已经形成，“夏”

居中，“夷蛮戎狄”环于四周而被称“四海”，“华夏”与“夷蛮戎狄”共同生活，

共同开发这片广袤天地，共同居于“天下”的地理空间之中，这也是华夏天子希望能

统驭华夷于一体的地理空间（段超、高元武，2020）。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帝尧时流放的共工、讙兜、鲧或是因为履职能力较差，或是

因为性格乖张暴戾，但帝舜时，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凶已被贴上道德败坏的

标签。因此“夷”便不仅仅是客观的边远空间概念，还带有不合义礼、寡廉鲜耻的主



观概念。“华夏”应当以“文德”区别于“四夷”，应对归附的夷狄予以安抚（黄松

筠，2019）。帝舜认为“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意思是四海蛮夷常到中原抢夺杀

掠，内外贼寇猖獗。于是他任命皋陶为士，使用空间的手段加以处理。“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30意思是，既服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当

就三处，“三就，谓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31若君不忍刑，则

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郑

康成曰‘三处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远近若周之夷、镇、蕃也’”32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文明之初，先人不断凭借空间意识解决“夷”的教化问题。空间

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类摆脱了混沌的生活状态，而将自己的生存放在一个规则的、

有条不紊的空间系统之中，放在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之中，使一切客体对象都能在

这个系统中结构化、秩序化和伦理化（韩晓 2006：31）。空间与政治制度及社会伦理

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空间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规划与布置，代表着秩序

与稳定，而政治制度和伦理体系同样是一种规划与约定，空间与政教基于对世界的共

同规划而达到了统一；因为空间与政治活动和伦理教化的诸多项目搭上关系，原本单

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则由此具有了浓厚的政治内涵和伦理意义（韩晓2006：
30）。“夷夏观”兼具了空间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夷”“夏”在中华民族的集体

意识中因此不仅带有天然的空间想象，还具备文化、伦理殊异的特点。空间不仅是问

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即夷夏之别），还是问题解决的直接路径（即五服三就、五度三

居）。帝舜“分北三苗”便是另一佐证。

  在太史公看来，夷夏的形成过程天然地带有“夷夏有别”但同时“夷夏一体”的属

性，如此客观的民族历史书写足以使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观念认同上“成一家

之言”。“夷夏之别”在地域、在德性；“夷夏一体”在于“夏”对“夷”的教化与

吸引，“夷”对“夏”的向往与归顺。诚然，这其中自然受到西汉以前夷夏空间观的

影响33，例如“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

在四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34“《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

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

公十五年》）35此外还有陆贾“附远宁近，怀来万邦”的华夷近远论、贾谊的华夷上

下论，以及董仲舒的华夷互变论。在太史公之后，历代华夷观依然带有明显的空间或



空间流变意识，并影响深远，例如北宋石介的华夷内外论，《大义觉迷录》的“一统

论”36。

结语

   中国传统叙事逻辑彰显了鲜明的空间特性（王瑛，2016），《史记》展示了太史

公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显在的空间思维。以《五帝本纪》为例，空间因素在《五帝本

纪》中的客观表现，是毋庸置疑的（杨化剑，2020）。通过中心的确立与位移、四方

疆域的明晰，太史公描绘了五帝时期地理空间的大一统；通过中华文明之初“聚”、

“邑”、“都”各级部落的形成，太史公揭示了远古时期政治权力、道德价值对空间

生产的支配和影响，叙述了早期部落社会空间的大一统；通过表层的九州为尊、四海

会同的政治空间关系，太史公完成了深层的从“夷夏不分”到“夷夏有别”，再到“夷

夏一体”的话语建构，廓清了多元共生的民族一统发展格局。太史公撰《史记》上溯

五帝三代之世，自有其“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气度，但更直接之用意当在“汉继五帝

末流，接三代统业”（《太史公自序》）。在《伯夷列传》述尧、舜、禹禅让之际，

太史公那种详计审处之苦心表露无遗：“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林立

仁，2009）鉴于此，深受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影响的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首

先把黄帝形象塑造成为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中华多元统一部族的超级图

腾与共同信仰（杜贵晨，2019），接着又细述尧舜治绩、巩固早期“大一统”，紧随

其后是在《夏本纪》中叙大禹刊九州，在《秦始皇本纪》中描摹地理一统，在《汉兴

以来诸侯王年表》中细述封土设郡、地缘边界，强化政治一统，在《货值列传》中勾

画经济地理、陈说货物流通，呈现人文一统。如此，再回首重读《五帝本纪》方知，

本传潜隐了中国早期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等体系化的“大一统”思想，隐

然藏有春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

之始”（《春秋公羊传》）之微言。

  总结言之，《五帝本纪》为开宗明义之首章，为华夏几千年文明立下一个至高之

义，成为华夏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进而塑造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文化形态。

因此，华夏民族得以实现持续、强大的族群凝聚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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